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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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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城镇化就需要尊重其利益主体———农民的主观意愿。基于武陵山片区的田野
调查数据，在控制个体人口统计特征因素的情形下，采用 probit 模型并考虑“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综合考察了
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在( 预期) 收入方面，预期收入增加是农民愿意迁居城市最重要的动因，而
当前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则因其来源不同而不同，即当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生产时其效应为正，反之则有迁居意
愿; 在( 预期) 成本方面，与迁居相关的住房获得成本以及子女教育获得成本都有不可忽视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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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 52%，超

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35%，

其中 17%属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城镇户籍，这就是

当前我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半城镇化”: 户籍在

农村，就业在城市; 家属在农村，劳力在城市; 积累在农

村，收入在城市; 根基在农村，生活在城市( 辜胜阻，

2013)。显然，“半城镇化”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

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那么，在城镇化

过程中作为主要群体的农民其市民化意愿具体如何?

农民的这些意愿受哪些因素影响? 农民是城镇化进程

的最终实施主体，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情况将直接决定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而政府政策的最终目

的应当是吸引农民自愿从农村走进城市。基于上述思

考，结合来自武陵山片区的田野调查数据，通过考察农

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意愿情况，并分析影响他们迁居

落户城市的决定因素，以揭示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微观

基础。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基于早期劳动力迁移理论提

出的“迁移法则”，Lee 把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分为推

力和拉力两类［1］。其中，推力是指促使迁移者离开原

住地的负向因素，拉力则是吸引迁移者流向某些特定

目的地的正向因素，迁移行为就是这两种因素合力作

用的结果。与 Lee 注重定性分析不同，Lewis 在其经典

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著

名的“二元经济”模型，动态考察了劳动力迁移的经济

动因，认为劳动力流动主要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

异［2］。虽然 Lewis 创立的“二元经济”模型为研究乡村

人口迁移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但其模型是建立在充

分就业的假设之上。随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

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城乡人口流动仍然

有增无减，Lewis 的模型却无法对此现象给予有力的回

应。在此背景下，Todaro 对 Lewis 的模型进行了修正，

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益”最大化目标作出的［3］。
可能是为了分析的简化，在“二元经济”模型中，发展经

济学家仅仅考虑了迁移的机会成本( 即从事农业生产

的收入)。与“二元经济”模型不同，在 Sjaastad 提出的

“成本 －收益”理论［4］中，成本既包括货币成本也包括

非货币成本，前者如交通费用、教育或培训费用、行政

费用以及在迁入地寻找住房和职业所需的开支等

( Ｒothenberg［5］，Lopez and Schiff［6］)。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早期的研究一般都把个

人视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忽视了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作为一种完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开始尝试把群体( 如家庭、家
族、社群等) 中的个体内在联系纳入到传统的迁移理

论，开 始 考 察 社 会 资 本 ( Schiff ) ［7］、信 息 不 对 称

( Stark) ［8］等因素对迁移决策的影响。

331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则表现为两个特点: 一是基

于国外不同的劳动力迁移理论主要以经验分析为主;

二是更多关注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而针对农民市民

化意愿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从现有大量的研究农民工

市民化问题的主流文献看，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农民工

个体特征、区域特征、社会资本以及以户籍制度为基础

的二元社会体制或制度约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

要影响因素［9］。
至于农民市民化意愿的研究，王桂新等较早地探

讨了这一问题，不过其研究仅仅考察了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家庭规模等个体因

素对农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10］。在后续的同类研究

中，大部分学者和王桂新等一样，都是以我国的发达地

区为考察的目的地，不同的是其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和

( 或) 纳入到分析中的相关因素等可能存在差异。例如

王华等分别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和因子分析方法，基

于“预期收益”的研究视角，考察了广州市郊区农民的

市民化意愿问题［11］。吴秀敏等则选择了成都市的郊

区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其实证结果显示，农户的迁移

决策受到户主的学龄、职业类型、家庭是否有学龄儿

童、人均耕地面积、交通状况、外出劳动力比例、本地非

农就业机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2］。李永友和徐楠则

在个体因素之外还把制度性因素纳入到了他们的分析

之中。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相对于个体特征，征地程序

安排、征地补偿以及就业安置等制度因素对浙江富阳

等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13］。
罗明忠针对广东省已进城入户农民的研究表明，在农

民进城的通道打通后，影响农民进城的决策因素主要

包括经济性因素、家庭性因素、社会性因素和心理性因

素等，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落户城镇的农民来

源地差异明显［14］。与罗明忠类似，蒋乃华和封进也关

注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进城意愿的影响，不同

的是他们关注的是农民户籍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

影响。以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等三类不同地区为调

研对象，蒋乃华和封进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处在不同

经济发展阶段和地区的农户进城意愿不同，而且影响

他们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也存在差别［15］。
现有国内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以发达地区

农民为研究对象，而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依然较少; 以

定性分析为主，而定量分析还相对较少。即使在有限

的实证分析中，部分文献甚至没有把收入因素纳入其

中，而考虑“预期收益”则更少。本研究注重以欠发达

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以弥补部分遗缺。此外，基于现

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在控制个体人口统计特征因素

的情形下，主要围绕“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等综合

考察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决定因素。
二、分析框架、方法及数据

(一) 分析框架。
正如前面所述，Lewis 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为研

究乡村人口迁移奠定了重要的微观基础。虽然 Lewis
研究的主旨是探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

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但其理论的影响还是无处不在。
甚至可以说，后续人口迁移的相关研究都是建构在

Lewis 工作的基础之上。如 Todaro 的人口流动模型强

调的是收入不确定性，Sjaastad 的“成本 －收益”理论则

除收益因素之外既强调了成本因素同时还强调了二者

的货币和非货币属性，而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新劳

动力迁移经济学”则强调了个人决策所涉及的社会关

联因素。因此，对于这些模型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这些

理论都是对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一体化过程人口

迁移现象的一种抽象和概括，其核心是收入差异决定

劳动力的流动。
从理论上讲，与国外相比，中国人口迁移或市民化

现象的基本内在动因并无不同，其决策都是基于其预

期的所得和所失之间的考量和权衡。在“预期成本”一

定的条件下，如果农村家庭预计能在城市获得高于现

有收入的、稳定的非农收入，则“预期收益”较高，进城

的意愿也较强; 反之则意愿微弱。因此，在不作个人

“预期成本”假定的前提下，“预期收益”与进城意愿的

含义基本等价。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内在涵义看，市民

化意愿指的是农民对进城入户“利”与“弊”计算的一种

复杂心理活动结果。这种判断不仅取决于农民自身各

种条件，同时还受到外部环境及制度等各种因素的约

束。而从中国的情形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以及城

乡制度安排等，相比于发达国家，可能存在一些特殊因

素对农民进城入户意愿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的

基本思路是，借鉴现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紧扣“预期

收益”和“预期成本”等两个方面综合考察农民市民化

意愿的影响因素。
(二) 模型及变量选取。
本研究所考察的农民市民化意愿，指的是农户是

否愿意放弃农村生活而选择进入城市定居并从事非农

业工作。笔者把农民的意愿作为因变量。显然，农民

的市民化意愿有两种可能，要么愿意，要么不愿意，即

农民的市民化意愿是一个“0 －1”二值变量。由于农民

的意愿有两个取值，笔者把愿意进城定义为 1，把不愿

意定义为 0。当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时，相对于线形

概率模型，probit 模型和 logit 模型等具有更好的统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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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许多经济学倾向于随机干扰项的正态假定一

样，本文选用的方法是 probit 模型。该模型的一般形

式为:

P( y |x) =F( β0 + β2x2 +… + βkxk ) ( 1)

其中，P 表示农户愿意进城落户的概率; F( ·) 为

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 k 是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

数; 自变量 xi 则表示第种影响因素。
至于解释变量，主要是围绕“预期收益”与“预期成

本”两个层面选取影响农民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因素。
具体地讲，本研究选取影响农民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因

素有三类。在“预期收益”层面，主要考虑了农户的当

前收入水平( inc) 以及对进城入户后收入增长程度的

预期( exp － inc － inc)。同时，当前收入水平可能由于其

收入来源( sou － inc) 不同其影响也可能不同，笔者对此

也进行了考虑。在“预期成本”层面，农户的居住以及

子女问题无疑是最需要关注的。在田野调查中，我们

发现强调需要自己的住房而非选择租房的家庭比例高

达 85．9%。因此，在“预期成本”层面上，笔者选择的变

量主要包括户主对进城入户后住房可获得性( ava －
hou) 以及子女教育可获得性( ava － chi － edu) 等主观预

期和判断。此外，笔者还选取了农村家庭户主的相关

主要人口统计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户主的年

龄( age)、教育程度( edu)、家庭规模( fam － siz) 以及城

市生活经验( exp － cit － lif) 等 4 种因素。要说明的是，

考虑到国家规定的劳动就业年龄为 16 － 60 岁以及农

户实际选择迁居的可能性，笔者把受访农户户主的年

龄控制在 25 －55 岁。
(三)调查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3 年 7 月笔者组

织的针对湖北省鹤峰县农村城镇化问题所作的调研。
鹤峰县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先后被定为国家

一类老区县、全国新一轮扶贫开发重点县、农业部定点

扶贫县、全省脱贫奔小康试点县。由于鹤峰县地广人

稀，因此实地调查采用了代表抽样的方法。具体做法

是: 按人均收入水平对该县的所有乡镇进行排序，并以

此为依据把所有乡镇划分为高中低三类; 在每一类乡

镇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乡镇; 在每一个样本乡镇随机

抽取三个样本村，并在样本村选择 40 户进行家户调

查。调查问卷包含三部分: 一是受访农户基本情况，二

是受访农户的生活及工作情况，三是受访农户户主的

迁居要求及意愿。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有效性，调查

问卷中所包含的各类问题的设问简洁明了，对个别重

要的问题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进行反复的设问，同时

依照一贯性标准使调查的问题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内

在联系。在调查问卷中，对农户家庭月平均收入的调

查包括 1000 元以下、1000 － 4000 元、4000 － 7000 元、
7000 －10000 元以及 10000 元以上等 5 个选项。在实证

分析中，我们对此的处理是，以户主所选项的组中值代

表其家庭月平均收入。调研结束后，全部共回收 360
份问卷，在舍弃具有缺失值以及其他问题的问卷后，最

后所获取的有效问卷为329 份。表3 －1 列示了本研究

相关变量的名称、定义以及简单的统计描述。
表 1 变量解释及描述

变量 含义 Mean Min Max
y 受访农户户主是否愿意迁居并落户城镇: 愿意 =1，不愿意 =0 ．608 0 1
age 受访农户户主的年龄 39．812 25 25
edu 户主教育年限: 小学及以下 =6，初中 =9，高中 =12，本科及以上 =16 9．943 6 16

fam － siz 受访农户家庭成员数 3．995 2 6
exp － cit － lif 户主是否有一年及以上的城市生活经验: 有 =1，没有 =0 ．294 0 1

inc 受访农户当前月平均家庭收入 2355．349 500 12000
sou － inc 受访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类型: 农业收入为主 =1，反之为 0 ．468 0 1

exp － inc － inc 如进城，户主对收入增加与否的判断: 增加或增加很多 =1，反之为 0 ．435 0 1
ava － hou 户主对城市住房可获得性的判断: 非常困难或困难 =1，反之为 0 ．669 0 1

ava － chi － edu 户主对子女教育可获得性的判断: 非常困难或困难 =1，反之为 0 ． 510 0 1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针对式( 1) ，采用 probit 模型方法，笔者将紧扣“预

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等两个方面，综合考察农民市民

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在实际操作中，笔者利用表 2 中

的模型 1 首先直接考察了当前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程

度预期、住房可获得性、子女教育可获得性以及户主人

口统计特征因素等对农户市民化意愿的具体影响。然

后，笔者利用模型 2 理清了不同来源属性( 是农业生产

为主还是以非农业生产为主) 对当前收入的不同影响。
其中，模型 2 的具体做法是，在模型 1 中引入了当前收

入变量( inc) 与收入来源虚拟变量( sou － inc) 的乘积。
运用统计软件 Stata12． 0，笔者把估计所得到的结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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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表 2 中。
表 2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①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模型 1 模型 2
age － ．0555＊＊＊( ．0182) － ．0577＊＊＊( ．0188)

edu － ．2809( ．1923) － ．3357( ．1969)

fam － siz ．0920( ．1364) ．1534( ．1433)

exp － cit － lif ．1104( ．2759) ．0543( ．2809)

ava － hou － ．0172* ( ．2638) － ．1142* ( ．2772)

ava － chi － edu － ．0702* ( ．2500) － ．1101* ( ．2545)

exp － inc － inc ．6945＊＊＊( ．2524) ．5306＊＊( ．2647)

inc ．000076* ( ．0000) ．0001029＊＊( ．0000)

inc × sou － inc － ． 0001565* ( ． 0001)

观测值 329 329
Pseudo Ｒ2 0． 0015 0． 0006
Prob ＞ chi2 0． 1443 0． 1693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系数的标准误。

基于表 2 的估计结果，笔者发现: 第一，在人口统

计特征因素中，仅户主的年龄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有

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户主的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城市

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户主的年龄越大越不

愿意迁居，这与现有大部分文献的观点一致。至于原

因，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不仅可能导致其工作竞争力

越低，还可能在于其迁移的( 非货币) 成本更高。家庭

规模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样本中农户家庭

规模的差异并不大。城市生活经验因素的影响不显

著，则可能与城市就业虽然给农民带来更高的收入，但

其实际体验因城市生活条件有限、歧视等而欠佳有关。
在结果中，户主教育程度的影响不仅不显著而且为负，

这和笔者的事前预测不一致。笔者估计，这可能与农

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样本均值为 9． 943 年)

有关。
第二，在迁居的“预期成本”因素中，住房可获得性

以及子女教育可获得性等两个变量对农民市民化意愿

都有显著的、负面的效应。这一发现与笔者的事前预

计一致。毕竟子女教育问题是包括农民家庭在内的所

有中国家庭所关心和所看重的，而如果“居无定所”则

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
第三，在迁居的“预期收益”因素中，收入增长程度

预期因素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当前收入水平因素的

影响却因其收入来源属性而不同。笔者的这一发现，

不仅是对现有人口迁移理论的一个印证，而且还可以

视为一种补充。在人口迁移理论中，学者们强调了迁

移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预期收益需要超过现有收入

水平。在本研究中，收入增长程度预期因素的显著正

效应对此结论给予了经验支持。另一方面，人口迁移

理论强调预期收益与现有收入水平差额为正，说明学

者们关注的是现有收入对农户迁移的负面影响。但如

果考虑到现实中存在的实际约束条件，农户当前收入

对其市民化意愿可能存在正面的影响。例如在信贷市

场不完善的情形下，更高的当前收入可能有利于农户

迁居。在模型 2 中，当前收入变量与收入来源虚拟变

量的乘积———即变量 inc × sou － inc———的系数为

－ ． 0001565，其绝对值大于前收入变量( inc) 的系数

． 0001029。这意味着，当农户的当前收入主要来源于农

业生产时，当前收入越高，农户越不倾向移居城市; 反

之则倾向迁居。
在考察了哪些因素对农民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

之外，笔者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因素的具体影

响又是如何?

二值响应模型中，解释变量对受限因变量的影响

是非线性的，即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随每个解释变量

变动而连续变化。为了考察影响农民市民化意愿显著

因素的具体边际效应，针对模型 2，利用 stata 中的 mfx
命令，笔者把显著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计算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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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 edu 的系数为负( 不过并不显著) ，与一般的预计不同。因此，我们怀疑这两个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利用 stata 中 collin 命令，诊断发现变量 edu 的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为2． 27 和2． 14，而其他解释变量的VIF 值都在1． 0 －2．
0 之间，所以我们认为这两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考虑文章篇幅，我们没有报告具体的诊断结果)。



于表 3。
表 3 农民市民化意愿决定因素的边际效应( 基于表 4 －1 模型 2 中的显著因素)

解释变量 age ava － hou ava － chi － edu exp － inc － inc inc inc × sou － inc
边际效应 － ． 0218 － ． 0428 － ． 0415 ． 1969 ． 000039 － ． 000059

注: 边际效应计算以解释变量均值( 虚拟变量为 0) 为基准。

第四，在所有显著影响因素中，收入增长程度预期

( exp － inc － inc) 的边际影响最大。这也是基于表 4 －2
的一个实证发现。

当预期到进城入户后收入会提高或提高很多时，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农民愿意迁居的概率

将提高 19． 69%。此一类值得注意的影响因素是住房

可获得性和子女教育可获得性。当每年预期到所在城

市购买自住房或子女接受教育等方面存在困难或非常

困难时，其愿意迁居的概率将分别降低 4． 28% 和

4． 15%。而当前收入水平则因其来源不同而影响不

同。以当前收入为样本均值水平( 2355． 35 元) 的家庭

为例，当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生产时，当前家庭月平

均收入增加 100 元，农民愿意迁居的概率将提高 0．
39% ; 相反，当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时，当前家庭

月平均收入增加 100 元，农民愿意迁居的概率将下降

0． 20%。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市民化意愿指的是农民对进城入户“利”与“弊”
进行价值判断和取舍的结果。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

对农民“总的来说，您是否愿意迁居落户到城镇”的调

查结果显示，回答“愿意”的比例为 60． 8%。本文的研

究结果表明: ( 1) 预期收入增加是农民愿意迁居城市最

重要的动因。因此，促进农民非农业生产技能的积累

和提高、增加农民的城市就业机会以及深化农村土地

改革、提高农民的工资水平等是政府部门最为重要的

工作。( 2) 由于当前家庭收入的影响因其来源不同而

不同，因此从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角

度讲，即使在农村，政府也应该致力于重点从非农业生

产的相关途径制定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3)

住房以及子女教育等既是农民所关心的，同时也是农

民难以克服的问题。相应的，政府需要在居住以及教

育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付诸有效的行动，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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